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

周　　琪

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 , 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富有理想主义和使命感。究其原

因 , 主要源自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 即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 , 生活在“山巅之城”,

其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应当推广到全世界。这一使命感在当代的表现就是在全球追求民主和人权。

在如何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方面 , 美国传统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 树立榜样和实行干预。

自 20 世纪初起 , 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 , 其使命感日益同取得世界领导权的驱动力结合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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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 , 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 , 不同的国

内外环境下交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 , 关于这一点 , 研究美国历史或国际关系史的学

者们没有太大的争议。实际上 , 在长期的历史中 , 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同样也存在

于欧洲 , 这样看来 , 美国同欧洲相比似乎没有什么独特之处。然而 , 在外交政策方面 , “在过去

的 200 年中 , 美国一直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富于理想主义的国家之一出现”①。戴维·卡拉汉 (David

Callahan) 的这个判断确切地说是将美国同欧洲国家相比较而言的。理想主义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

础 , 但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从本源讲承自于欧洲 , 并不为美国所独有 , 那么为什么美国会成为外

交政策最具理想主义特征的国家之一呢 ? 这就要从其政治文化中的深层次原因去探讨。

一、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 , 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保罗·西伯里 ( Paul Seabury) 认

为 ,“在哲学意义上 , 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看待事物本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现实主义以

事物本来的面目来看待它和接受它。理想主义具有理想化的习惯 , 倾向于用理想的形式来描述

事物 , 或渴望事物采取这种理想形式 。”②他进一步提出 ,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 , 现实主义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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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关于政府在国际关系中应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的观点上始终存在着冲突。马基雅弗利赤

裸裸的现实主义同主张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伦理限制的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之间存在着根本的

对立。在 19 世纪 , 关于国家利益的主张同启蒙思想相对立 , 启蒙思想的倡导者反对君主维持均

势政治的治术 , 或以人类福利为代价来追求动态的目标①。

当把这两种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时 , 就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国际关系理

论。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设 , 在国际事务中 , 国家是行为主体 , 它有能力依照理性来行动。

在任何政治形势下 , 各国都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最基本的国家利益是安全 , 因为如果一个国

家的安全没有保障 , 它就不能确保生存 , 也不能实现其他促进其公民福利的目标。为了确保安全 ,

每个国家都必须追求实力。早期的现实主义者把一国的军事力量看做是最重要的实力要素。

由于世界是由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组成的 , 全球利益的和谐共存便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国

家都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全球政治制度中运作 , 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来解决

争端 , 分配稀缺资源 , 调解不同的利益 , 每个国家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来防止外来的威胁。

因此 , 避免冲突和保障安全的最佳策略是不断维持各国之间的均势②。

什么是理想主义呢 ? 理想主义怀有或追求崇高的原则和目标 , 同时准备做出必要的妥协。

古典理想主义的目标是促进民主和加强集体安全。

虽然美国外交政策中这两种主张的冲突源于欧洲的理论冲突 , 然而 , “正是在美国这样的第

一个‘崭新的国家’, 这两种主张首次在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得到确立。欧洲大陆的特有情况

是 , 具有进步意义的乌托邦主义被排除在实践领域之外 ; 而在美国 , 它却成为国务活动家、政

治家、评论家和理论家周期性探讨的主题。”③

就美国而言 , 历史学家们认为 , 美国第一位总统所采取的立场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 , 并

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早期 , 作为一个前殖民地 ,

它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生存 , 在一个欧洲列强统治的时代 , 这对于它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为此 , 那个时期的美国有着基于现实主义的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1797 年担任总统的联

邦党人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 早在 1776 年就说过 , “我们应当使我们自己尽可能长久地远

离所有的欧洲政治和战争”。1783 年大陆会议通过的决议也曾提到 , “这些州的真正利益是要求

它们尽可能少地卷入欧洲国家的政治和争吵”④。乔治·华盛顿在美国革命期间写道 , 那些“根据

公正原则来行动的人 , 相比之下 , 不过是沧海一粟”。“我敢断言 : 大规模的和持久的战争从来

不可能仅仅在公正原则基础上受到支持。它必须有利益预期作补充。”华盛顿相信 , 所有的国家

必须根据对其利益的判断而行动。任何不把自我保护当做其主要政策动机的国家都不能幸存。

在国际交往中不能信赖违背其国家利益而行动的国家。没有国家利益作指南 , 在国际事务中就

没有秩序或可预见性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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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杰弗逊被许多学者看做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先驱 , 他于 1790 年进入华盛顿

政府。杰弗逊崇信自由 , 其理想社会是一个具有使命感、具有适当外交政策的良好社会①, 他认

为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应当是自由平等。在外交政策思想上同杰弗逊相对立的是亚历山大·汉弥

尔顿 , 他是注重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 , 维护自身利益应当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南 ,

并且认为国家也同人一样 , 注定要为赢得财产和荣誉而相互争斗 , 即使是共和制的国家也难逃

这一规律。他警告说 , 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他们也生活在一个“远非至善至美的快乐帝国之中”。

在美国还弱小时 , 必须采取“韬晦”的策略 , “一个伟大帝国的胚胎”, 至少需要十年的和平来

发展壮大 ②。

1789 年的法国革命以及其后于 1790 年在革命的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的战争 , 激化了杰弗逊

和汉弥尔顿之间的冲突 , 其时两人都是华盛顿政府内阁的成员 , 杰弗逊负责外交事务 , 汉弥尔

顿负责财政。汉弥尔顿主张保持中立 , 这实际上有利于英国。杰弗逊则主张美国进行干涉 , 认

为美法 1778 年的联盟使美国有责任支持法国 , 而且美国支持法国是对法国在美国反对英国统治

的革命中给予其支持的报偿。但是汉弥尔顿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挑战 , 他用匿名的方式发表文章 ,

写道 : “在个人之间 , 表示感激的场合并非少见 , 但是在国家之间却可能从未发生过。可以肯定

地说 , 一般的原则是 , 各个国家的优秀官员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利益或国家的优势。”③ 此外 , 另

一种考虑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 : 美国的陆军和海军太弱小 , 远不足以同英国对抗 ; 如果卷入

同英国的战争 , 其结果对于美国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

在这种情况下 , 汉弥尔顿的政策主张在华盛顿的默许下占了上风 , 其影响力之大 , 使得

1801 年宣誓就任总统的杰弗逊在其任期内也身不由己地“皈依”了它。

19 世纪上半叶 , 美国在维护自由的名义下以惊人的速度进行领土扩张 , 领土扩张的成功为

美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在美西战争之前 , 美国政府一贯宣称 , 美国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

争端和国际争端 , 或通过把美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道德体系强加给其他民族。1898 年

的美西战争为这种政策画上了句号 , 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中帝国主义倾向的出现。

早在杰弗逊时期 , 美国就有重建国际体系的愿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 美国既缺少手段 ,

也没有机会来追求这一目标。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地缘政治的深思

熟虑。但是对于美国许多政治精英来说 , 尤其是对威尔逊总统本人来说 , 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要

反击德国的恐吓 , 而且要在战后运用美国的实力来确保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持久和平。威尔

逊 1917 年在国会发表战时演讲说 , 美国寻求“通过自由人民的协作来使权利获得普遍的支配地

位 , 这种协作应当把和平和安全带给所有的国家 , 并使世界本身最终成为自由的”。战争结束

后 , 他再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 “如果除了通过均势来保持世界平衡的新尝试外 , 未来世界不能

给予我们任何东西 , 美国将对此不感兴趣。”④ 为了实现战后持久和平的目标 , 威尔逊积极倡导

建立国际联盟 , 他希望通过这个新的国际机构来废除权力政治 , 用集体安全来取而代之。

1918 年威尔逊第一次具体阐述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 它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基

石 , 也是到那时为止美国政治家对理想主义议事日程最全面的概括。几十年后 , 威尔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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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在美国追求理想主义外交的人们中引起共鸣。威尔逊主义赞同一种信念 : 反人性的罪行是

一个世界问题 , 并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术语①。威尔逊所设计的国际新秩序包括 : 贸易自由 ,

停止军备竞赛 , 禁止同盟国之间的秘密外交 , 禁止大屠杀 , 废除王权 ,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全欧

洲实行民族自决。德国、俄国以及刚从奥匈帝国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一些国家 , 都将实行温和的、

民主的、符合宪法的革命。一旦这些国家以及其他追求民主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

际联盟”, 世界上的恐怖、专政与侵略活动将从此绝迹。

1919 年威尔逊未能获得参议院对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批准 , 这是由于参议院中亨利·卡伯

特·洛奇 ( Henry Cabot Lodge) 领导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奇特联盟所造成的 , 后者把美

国加入联盟的条约看做是对道德原则的背叛 , 并且把国联描绘成使美国陷入一个不道德的欧洲

恶习之中的圈套 ②。然而 , 尽管美国没有加入国联 , 而且共和党人沃伦·G·哈丁在 1919 年的大

选中获得一边倒的胜利 , 威尔逊的“十字军东征”精神在整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前期一直指导着

美国的外交政策 , 它同孤立主义一起 , 成为美国官方政策的特征 , 因此这些年也被看做是美国

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年代。同时 , 虽然美国未能加入国际联盟 , 美国的外交家们还是把大量精

力放在了执行威尔逊的集体安全的主张上 , 尤其是进行多边裁军安排 , 并寻求其他防止冲突的

措施。人们假设加强集体安全将使国家间关系中的理性力量制度化 , 结束毁灭人类的战争。威

尔逊的理想主义虽然在其生前受到很大的冷落 , 威尔逊本人也于 1920 年作为一个心力交瘁的失

败者离开了白宫 , 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注定将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30 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一些外交政策显示了理想主义的倾向 : 睦邻政策 , 消除加勒

比和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大量残余 , 加速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的独立过程③。然而 , 到 30 年代中

期和后期 , 集体安全的机制失败了 , 德国和日本的势力增长起来 , 现实主义的关于世界政治的

观点开始受到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家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安全。但是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一样 , 重建国际体系的使命热情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的显著特征。罗斯福很快认识到 , 美国

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 但是它也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去完成威尔逊未竟的

事业 : 对一个有缺陷的国际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1939 年 9 月 , 德国侵略波兰两天之后 , 罗斯

福声明 : “甚至从这场大战一开始我就明白 , 美国的影响应当是始终如一地为人类寻求在尽可能

大的范围内消除国家间不断使用武力的最终和平。”④ 1941 年 , 罗斯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

尔签订了大西洋宪章 , 阐明了英美两国的共同目标 : 公正的和平 , 所有国家都拥有自决权 , 自

由贸易 , 建立一个能制止再次爆发侵略活动的新的国际联盟。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

(Cordell Hull) 是威尔逊的信徒 , 当他 1943 年从莫斯科会议返回时对美国国会说 , 未来“不再需

要势力范围、联盟、均势 , 或其他特殊安排 , 在不愉快的过去 , 各国就是通过它们来努力保卫

自身的安全和追求自身的利益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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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 , 美国的外交家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建立联合国上。二次

大战之后 , 集体安全是维持战后持久和平途径的观点受到最广泛的支持。不少美国人相信 , 美

国未能加入国联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过 , 建立联合国并不是对威尔逊方法的简单

重复 , 罗斯福的设想是 , 联合国要由少数几个大国组成的安理会作为核心 , “这些国家必须在未

来的许多年中充当世界的警察”。联合国是在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被提交给美国国

会批准的。罗斯福 1945 年 3 月 1 日在对国会的演讲中说 , 联合国意味着“单边行为、排外联盟、

势力范围和均势体系的结束”①。重建国际体系的愿望显示了理想主义的倾向 , 同时“促进民主”

的目标也愈益被付诸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人性的迫害和对其他民

族的残杀 , 使人权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流行概念 , 古典理想主义的两个目标中的一个 ———在全世

界促进民主 , 越来越同在全世界促进人权统一起来 , 追求人权逐渐成为追求民主的另一种表达

方式。

然而 , 冷战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期而至 , 从此 , “国家利益视角的复活几乎成了一个新

发现。国家利益似乎成了解答外交政策之迷的钥匙。”②

关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地位 , 可以这样说 , 冷

战促使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把现实主义奉若神明。当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再被看做是有保障的 , 甚

至西方国家也把自身的安全系于美国的保护时 , “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

实主义”③。“冷战期间 , 根据政治取向或意识形态取向来考虑的国家利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

导因素”④。然而 , 每当东西方之间出现短暂的缓和时 , 理想主义就会在外交政策中重现。

尼克松政府之后 , 由于国内和国际上的种种原因 , 美国选民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 , 建立新

的外交政策的愿望逐渐萌发 , 戴维·福赛斯 (David Forsythe) 对此评论到 :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

的领导下 , 美国的外交政策被广泛地认为是把现实主义推到非现实的程度 , 因此导致外交政策

发展到侧重于人权问题的阶段。基辛格对纯现实主义的热情变得如此明显 , 以致于即使他口头

上讲人权也不能使其免受攻击。他不仅受到国会中自由主义民主党人的批评 , 而且也受到共和

党人的批评 , 理由是他忽视了人权和道德。”⑤

卡特上台后所标榜的人权外交政策同尼克松 —基辛格时期的现实主义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因此 , 1977 年卡特宣誓就职 , 成为一个转折点 , 它标志着理想主义 , 或者说注重人权和道

德 , 在威尔逊之后 , 重又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1989 年冷战的结束使美国获

得了进一步发展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机会 , 美国频繁参与人道主义国际干预 , 例如在海地、索

马里、波黑等国家和地区 , 成为冷战后的一个突出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取得的胜利还表现在 , 70 年代末之前 , 现实

主义的外交政策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受到过严重挑战。冷战巩固了现实主义的地位 , 使它成为外

交政策精英和学者中的正统思想。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也促使传统上相信理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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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接受了下述看法 : 国际制度可能并不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有效 , 美国担任世界领导是全球

安全的基本前提。现实主义地位的巩固还表现在 , 摩根索的著作《国家间的政治》和新现实主

义的代表人物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政治学教授肯尼斯·沃尔兹 ( Kenneth N. Waltz) 的著作成

为国际政治专业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标准教科书。

二、“美国例外论”

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之一。但是 ,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并不总是那么一

目了然 , 这不仅是因为从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诞生之日起 , 现实主义就伴随着理想主义同

生共长 , 成为理想主义的平衡力量 ; 而且严格说来 , 每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外交政策 , 无论以

什么理论作为指导 , 其最根本的目的只能是保护和扩张自身的利益。人们难以想象 , 一个国家

的外交会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追求某种道德理想。道理很简单 , 一个国家想要在更大的世界范

围内实现的那种道德理想一定是本国人民所普遍珍视的价值观念的延伸。这样 , 这个国家本身

就是这种道德理想传播的基地 , 它自身的安全和强大程度决定了其道德理想可能传播的强度和

广度 , 即使是在不进行武力干涉的范围内。如果作为这种道德观念载体的国家本身的生存受到

威胁 , 那么轻则会使这个国家丧失传播自己道德理想的能力 , 重则会使尊崇这种道德理想的民

族本身遭到毁灭。结果正所谓皮之不存 , 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也可以作为持理想主义观点的杰

弗逊外交政策的注脚。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忽略道德 , 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却不能根本

忽略国家利益。因此在实践的意义上说 ,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 , 即国

家与国家之间相比较而言 , 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同另一个时期相比较而言。带有更多

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特征的某一国家或某一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 , 一般就被称为现实

主义的外交政策或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而相比之下 , 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

更富于理想主义。

那么 , 为什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这样的特征 ? 这就涉及“美国例外论” (exceptionalism) 。

所谓例外 , 就是独特 , 就是与众不同。自《独立宣言》起草之日起 , 美国人就不断对自己

的独特性作出评论 , 西方人 , 至少从托克维尔起 , 很早就倾向于把美国看做是人类社会的蓝图 ,

带着热情或恐怖来看待这样的前景。

美国与众不同的特征包含了哪些方面呢 ? 美国最早的 13 个州的明显特殊之处首先是其地理

条件。它们疆域广阔 , 土地丰饶 , 与欧洲大陆远隔重洋。同西方人眼中的“旧世界”相比 , 殖

民地代表了一个完全是“新世界”的国家。第二个明显的差别是人口的构成。殖民地的人口都

是来自西欧一些国家 (主要是英国) 、信仰不同宗教派别的移民或移民的子女 , 这些移民不畏艰

险横跨北大西洋来到荒芜的北美 , 为的是寻找机会和一个更自由、更公正的社会 , 他们是一些

勇敢和富于创业精神的人。第三个差别是 , 英属北美殖民地大多是依照英王所授予的海外贸易

公司或业主的特许状而建立的 , 由于特许状给予了殖民地相当大的自治权力 , 加之地理上的孤

立 , 殖民者把比在欧洲国家所享受的更大的自治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创造了新英格兰乡镇

会议和弗吉尼亚议会这样的自治形式 , 并通过这些形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

在这个新形成的民族身上还有另一个独特性 : 与 17 世纪来美国的移民不同 , 1680 年以后 ,

大多数移民不再来自英格兰 , 而是来自德国、爱尔兰、苏格兰、瑞士和法国 , 所有不同国家的

移民都有自己的地理、气候、制度和文化遗产 , 都不时地夸大自己民族的优越性。但是 , 非英

格兰移民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最初移民的文化 , 采用了英国的语言、法律和风俗。而且这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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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因适应美洲的环境而早就有所改变了 , 结果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一种受新世界影响

的英国和欧洲大陆文化的结合。在美国国父们、牧师、国际法专家和其他一些社会精英的眼中 ,

这个新国家提炼了潜伏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移民身上的原有不同文明的优点和精华 , 而这只有

在美国才能得到实现。

在美国人的心底 , 美国是自由的土地。美国人的这种信念 , 多少带有宗教的成份。“美国人

在他们的头脑中把基督教和自由几乎混为一体 , 以致叫他们想这个而不是想那个 , 简直是不可

能的。”① 这也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独特之处。在独立战争前后 , 美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 , 即

自由是上帝赠与的。自由无比神圣 , 美国要求上帝来保护自己 , 上帝而不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 ,

被看做是他们的国王。

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最初的殖民地反叛者认为 , 他们建造的国家注定与世界上的其他

国家不同 , 而且会比它们更完美。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在提到美国人的以救世主自居、使命感、

理想主义或“美国例外论”时的含义。“美国例外论”是因马克斯·勒纳 (Max Lerner) 而流行起

来的。许多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 ,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关系的根源 , 美国在与外部世

界交往时所有做得好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这一理想主义的根源 , 所有坏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美

国人假仁假义的态度中所隐含的自高自大和伪善。声明自己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可能是美国最

古老的政治传统之一。

殖民者相信美国是神圣的土地的事例不胜枚举。早在 1630 年 , 马萨诸塞总督约翰·温斯罗普

(John Winthrop) 就要求其人民“意识到我们将是山巅之城 , 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②

美洲殖民地的牧师不断祈祷上帝保佑美国“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事业 , 因为两者相互

依赖。牧师们把美国的独立归诸上帝之手 , “这里有我们的上帝 ⋯⋯为世界所有地方被压迫人民

准备的庇护所”。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300 周年纪念日 , 埃尔赫南·温切斯特 ( Elhanan

Winchester) 赞美上帝为所有国家的受迫害者准备了庇护所 , “使它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建立起平

等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地方”。相互分离的政教 , “可以相安无事地继续存在和繁荣”。温切

斯特甚至提到圣约翰对古老费城教堂的下述预言已经实现 : “看哪 , 我已经在他们面前打开了大

门 , 没人会关闭它。这是一扇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大门 , 它在北美的费城被开启 ⋯⋯, 它将

向整个世界敞开。”③

1783 年 , 埃兹拉·斯泰尔斯 ( Ezra Stiles) 牧师用宗教语言对“美国例外论”做了明确的解

释。他在布道时说 :“上帝仍然赐予他亲手栽植的这棵藤蔓更大的祝福”, 因为“公民自由和宗

教自由具有美妙的和诱人的魅力。对这些自由和财产的享受 , 赋予了美国的英格兰移民最令人

惊异的精神。人们从来没有在所有的人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和分享总的权力制度方面做过如此

有效的试验。”“上帝使他的美国选民高于他创造的所有其他民族”。简言之 , 美国人是上帝从被

奴役的人中选出移居到希望之乡的选民。

赫尔曼·梅尔维尔 ( Herman Melville) 写道 :“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选民 ———我们时代的上帝

的选民 ; 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的避难所的责任。上帝从我们的民族中预先确定了伟大的事

情 , 人类也从我们的民族中期望着伟大的事情 ; 我们在我们的灵魂中感受到了伟大的事情。其

他的民族一定会很快落在我们的身后。我们已经对自己怀疑得够久了 , 我们确实怀疑政治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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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否已经降临。而他已经降临到世间 , 并和我们结为一体。”①

乔赛亚·斯特朗 (Josiah Strong) 牧师写下这样的话 : 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 , 独立地发

展了人的精神、知识和体力特性。“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三股伟大的绳索通过一个居支配地位

的民族之手编织成新时代单一的最高文明 , 它的臻于完善将是天国的完全来临 ⋯⋯所有这些人

都结合成为一个盎格鲁 —萨克逊民族 , 表明这个民族是杰出而胜任的 , 因此是上帝的选民 , 准

备在人间为他的天国的完全到来做准备。”②

对传统进行批判的莱因格尔德·尼布尔 (Reingold Niebuhr) 把这些表达都称作“自由文化的

幻觉”, 他认为美国人之所以持有这种幻觉 , 是因为他们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宗教看法 , 这就是 ,

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造就来创造人类历史新开端的③。

“美国例外论”所包含的信念也被用世俗之声呼喊出来。潘恩在其小册子《常识》中号召大

众支持美国的独立。他问道 : 美国人有没有对其母国欠了感情债 ? 没有 , 因为“这个新世界曾

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人士的庇护所。他们逃到这里来 , 并不是要

逃开母亲的抚慰 , 而是要避开吃人怪兽的虐待。”④ 我们“有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鼓励来建立世

界上最高尚、最纯净的整体。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⑤

法国农学家米歇尔·克莱弗果 (Michel Crevecoeur) 在其于 1782 年发表的《一个美国农民的

来信》中 , 把美国称作世界上现存的最完美的社会。他问道 : “这个新人 , 美国人 , 究竟是怎样

一种人 ?”“他就是美国人 , 这个人是把他古老的偏见和习惯遗留了下来 , 又从他所接受的新的

生活方式里和他所服从的新的政府 , 以及他所保持的新地位里接受了新的偏见和习惯 ⋯⋯。”⑥

美国人是特殊的 , 因为美国的生活改变了他们 , 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 , “从 1760 年到 1775 年 ,

革命已在人们的头脑中进行 , 那是在鲜血流淌在列克星敦之前的 15 年中”。⑦

从实际的政治生活来讲 , 与光明的新大陆相比 , 旧大陆的欧洲是腐败的。在欧洲 , 国际政

治中充满了尔虞我诈 , 巧取豪夺 , 人民的自由权利不断被暴君扼杀 , 强权政治成了国家间关系

的准则。美国诞生于殖民主义时期 , 这是欧洲列强之间军事冲突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各个王

国、帝国、公国和亲王领地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成为当时世界生活中的现实⑧。当美国建立民主

制时 , 正是欧洲拿破仑倒台、“合法君主”复辟之时。欧洲的政治制度正面临着倒退 , 民主人士

对前途充满了困惑和不安。“旧世界的所有政府如此根深蒂固 , 暴政与世俗如此制服人心 , 以致

无从在亚洲、非洲或欧洲着手改革人类的政治条件。对自由的迫害遍及全球 ; 理想被视为叛逆 ;

而屈服于恐惧的心灵已经使得人们不敢思考。”⑨ 当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欧洲革命接二连三地失

败时 , 美国革命成功后诞生了稳固的民主制 , 为此美国人自诩本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

的政治事件”, 美国是“全世界政治再生”的天然代理人。为了继续推广自己从革命走向自由政

府的模式 , 美国“劝说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 , 方能享受我们所享受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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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快乐”。类似的声明曾在美国国会大厅里、在公众集会上回响过千百遍①。与欧洲相比 , 美国

不仅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完善的民主 , 而且美国人相信 , 在美国的领土上没有出现暴君、卖国贼

的危险 , 也不会有其他时代发生过的使自由人受到伤害的无意义的战争②。

此时民主制在美国的确立和成长确实为欧洲提供了一个政治典范 , 使欧洲看到了一种理想

的政府形式和一种不同的生活观念得到实现。欧洲的民主派在美国的制度中看到了前途和希望 ,

给予了它高度的评价。这种理想早已被他们在理论上加以论证 , 现在又在美国那里变成了活生

生的现实。他们“昔日创建的民主原则 , 在美国正完全取得统治地位。它以最直接、最无限、

最绝对的形式在美国得到了实现。”③ 这尤其为正在政治十字路口上徘徊的欧洲国家人民指明了

一个光明的前景 : 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潘恩所说 , “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着一场对政府

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 , 而单从它偏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 , 那就微不足道了。美国不仅为自己 ,

而且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立足点 , 并且将目光射向自己所获得的利益的范围以外。”④

总之 , 基督教的祈愿和自省同美国特殊的政治实践结合到一起 , 形成了美国人独特的自我

意识 : 美国人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这也显示了基督教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美国例外论深入美国人的灵魂 , 以它为中心 , 形成了被广泛接受的关于美国世界作用的看

法 : 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 , 它更加有道德、独立、宽宏大量、民主。美国是光艳夺目的正直榜

样 , 它将领导世界各地的人民向往美国模式 , 并最终采取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体制。这一理想同

美国人眼中的欧洲国家及其权力政治所代表的旧世界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⑤。这就是美国人

传统上形成的不同于欧洲人的自我定位 , 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作为西方社会中的一员 , 其外交政

策比西方其他国家更富于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如果说古典理想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 : 追求民主

和加强集团安全 ; 那么历史上 , 追求第一个目标或许可以说是美国理想主义的专利。

小施莱辛格断言 , 在美国 , “现实主义和使命主义、经验和命运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时代继

续进行着”。他把下述现象都看做美国特殊论和美国使命感的表现 : 威廉·詹姆斯 ( William

James) 说 , 我们被指示“成为文明的传教士 ⋯⋯我们必需播种我们的理想 , 种植我们的秩序 ,

把我们的上帝强加于人。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命运召唤着我们 , 文明必

须继续前进。”⑥ 威尔逊 1919 年的一段讲话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一个说明 , 他说 : “美国人民的

心灵是纯洁的。它的人民的心灵是忠实的 ⋯⋯。他们是历史上伟大的理想主义力量 ⋯⋯。我相

信 , 美国人民有一种精神能量 , 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贡献给人类自由的 ⋯⋯。 (在以往的战

争中) 美国具有实现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极强的特殊素质。”⑦ 1965 年约翰逊总统声明 , “历史和

我们自身的成就赋予我们保护地球上自由的主要责任”。1982 年里根总统同样宣布 , “我始终相

信 , 这片救世主的土地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预留的 , 相信一个神圣的计划把这一伟大的大陆安

置在两个大洋之间 , 让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特别热爱信仰和自由的人们来发现。”⑧ 这些话都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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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人的同一种心声。

三、“榜样”还是“干预”

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是理想主义的特征 , 然而 , 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际形势下 , 如

何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 , 即使在那些理想主义的热情信奉者中 , 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种

立场是把美国看做是“山巅之城”, 照耀在所有国家的上空 , 但是影响其他国家是通过树立榜样

而不是干涉来实现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孤立主义的立场。例如反对威尔逊主义的国会议员艾伯

特·贝弗里奇强调 : 美国的使命是“向人类提供一个榜样 : 快乐与富裕来自渐进的、自我约束的

自由”, 最好是给世界起一个示范作用①。另一种立场则认为 , 美国影响世界的方法应是行动主义

的“十字军东征”, 即有责任在其他国家保护自由和民主价值 , 推行民主和人权。这是干预主义的立

场。

总的来看 , 可以这样说 , 对于建立美国、设计其政府制度的那一代人来说 , 美国人的特殊

使命不是在外交事务上做任何事来改造一个罪恶世界 , 成为实现自决、人权和自由贸易的推动

力 , 而是成为照亮世界的圣火。

在美国变得强大起来之前 , 第一种立场 , 也就是孤立主义的立场 , 占据着主导地位 , 具体

地说 , 就是避免承担对外国 , 特别是欧洲的政治和军事责任 , 或同它们结盟。它是 19 世纪美国

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 ②。1874 年 , 美利坚合众国早期重要的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位在世者艾伯特·

加勒廷 (Albert Gallatin) 重申了关于“榜样”的论点。他对自己的同胞说 , “你们的使命是为所

有其他政府和其他较少受到优待的民族树立榜样 , 运用我们的所有手段来逐步改进我们自己的

体制 , 并通过你们的榜样来发挥最有利于人道的道德影响。”③

但是 , 争论一直存在。最典型的一次争论是 19 世纪中叶关于如何对待专制的奥地利政府镇

压 1848 年匈牙利革命的争论。1849 年 , 密执安州参议员、后来成为布坎南 (Buchanan) 总统国

务卿的刘易斯·卡斯 (Lewis Cass) 提出了一项议案 , 针对奥地利和俄国军队对匈牙利 1848 年革

命的血腥镇压 , 要求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制定中止同奥地利关系的“权宜之计”。他指出这是

一个专制主义的暴行 , 人类的自由和生命将因它而断送。

短命的匈牙利共和国总统科苏特·路易斯 ( Kossuth Louis) 责备美国人无休止地谈论他们追

求自由的使命 , 同时“拒绝发挥积极的作用来制约外部世界的环境”。科苏特在其美国之行中对

美国听众说 , “如果美国的命运是你们所有人所认为的那样 , 那么 , 命运从来不能通过充当被动

的观众来实现 , 也不能通过听任野心勃勃的沙皇安排世界来实现”。科苏特接着说 , 美国人过于

相信榜样的力量 ,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专制者曾向自由道德的影响力屈服”④。

卡斯的议案和科苏特的诘问对美国提出了一个问题 : 美国何以实现其道德使命。来自新罕

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帕克·黑尔 (John Parker Hale) 挑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他嘲讽

地说 , 如果对匈牙利的镇压确实是一个道德问题 , 那么议案就不应当提到同奥地利中止关系是

“权宜之计”, 而应说是“责任”。卡斯向参议院提出的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是 , 美国同奥地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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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微不足道 , 如果采取中止关系的“权宜之计”, 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损失。黑尔对此反问

道 , 难道这就是对待一个道德问题的态度吗 ? 如果美国真的要对专制者进行审讯 , 那就不能只

是试图对少数与美国有微不足道商业往来的二等国家 , 那些美国几乎在与之打交道时不会付出

代价的国家 ; 而是要首先审讯俄罗斯帝国 , 不仅因为沙皇对匈牙利犯下的罪行 , 而且因为它长

期以来把那些不幸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此外还要为英国对爱尔兰爱国主义者的政

治迫害和在印度实行的镇压而审判英国 , 并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审判法国。

亨利·克莱 ( Henry Clay) 为辩论提出了另一个视角。他认为即使奥地利的专制主义穷凶极

恶 , 也不一定要关闭同它交往的大门 , 更切合实际的做法是派遣一些德高望重的美国人去维也

纳悄悄地为匈牙利人辩护 , 或提出为匈牙利流亡者提供救援的计划。克莱认为 , 卡斯的议案是

要美国根据自己对人权事务的管理标准来对外国作出评判 , 它假定美国具有干涉外国内部事务

的权利。但是界限在那里 ? 你可以对西班牙说 , 除非你废除宗教法庭 , 对土耳其说 , 除非你废

除一夫多妻制 , 否则美国将停止同你交往。但是 , “为什么我们不应为了正在受难的爱尔兰而进

行干预 ? 为什么不应为了在所有我们可能发现人性正在遭受损害的地方而干预 ?”如果走上这条

路 , 我们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冲突领域 , 可能最终走向战争 , 并把我们自己暴露在外国的反应之下。

当这些国家发现我们摆出评判他们的行为的架式时 , 他们将着手反过来评判我们的行为。”①

卡斯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 , 然而 , 他所提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美国人的良知。南北战争后 ,

格兰特 ( Grant) 总统在其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提到 , 虽然美国人同情“所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

⋯⋯但为了我们的面子 , 我们应当避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不情愿的国家 , 避免在没有受到邀

请的情况下 ⋯⋯介入各国政府同它们的臣民之间的争吵”。尽管美国没有采取行动 , 但国会和行

政部门并没有停止谴责外国政府对人权的侵害 , 俄国、东欧和地中海中部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

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英国对爱尔兰人的压迫等都是美国谴责的对象。1872 年 , 美国国

务卿汉密尔顿·菲什 ( Hamilton Fish) 通知美国驻维也纳公使 : 虽然作为一个规则 , 美国审慎地

避免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奥匈帝国的公共事务 , 但是它对犹太人的迫害“极不人道”。1892 年 , 美

国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 (James G. Blaine) 告诉俄国外交大臣 , 虽然美国政府“并不想对其

他国家的国内政策发号施令 ⋯⋯但是各国间的共同责任要求每一个国家都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对

世界的其他部分产生应有的影响。”②

到 20 世纪初 , 随着美国工业实力的巨大增长和在美西战争中获得大片新领土 , 美国意识到

可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了。1900 年 , 后来成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顾问的布鲁克斯·亚

当斯 (Brooks Adams) 在其题为《美国的经济第一》 ( A mei rcanÄs Econom ic S uperem acy) 的著作

中论述道 , 美国注定要接替英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③。但是西奥多·罗斯福仍然想谨慎行事 , 他

对国会说 , “原先对于我们来说 , 关心在国内追求我们的道德和更好的物质生活比试图关心其他

国家的情况更明智也更有用。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原罪需要对之开战。在一般情况下 , 我们能够

运用精神和心灵来努力制止国内市民的腐败、残忍的无法无天和暴力的种族歧视 , 这种做法比

谴责其他地方的错误做法更有效。”罗斯福努力唤起美国人对传统的回忆 : 通过树立榜样而不是

干预来行善。

然而 , 进入 20 世纪后 , 美国的使命感同其取得世界领导权的驱动力开始结合到一起 , 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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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交更频繁地显示出“十字军东征”精神。这反映出美国人的一种信念 : 不仅美国的自由价

值和民主制度具有普遍意义 , 而且美国在 20 世纪的世界头号地位也使它具有了在世界各地保护

自由和推行民主制度的责任和实力。威尔逊主义使反人性的罪行具有“全球的性质”的观点流

行起来 , 威尔逊用民族自决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 1941 年提出了适用于个

人而非国家的“四大自由”。

冷战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 破坏人权成为西方国家对共产党国家

进行攻击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冷战的背景下 , 人权开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主题。肯尼迪

在其任职演说中提到 , 新一代的美国人“不愿目睹或允许缓慢地损坏这个国家一贯对之承担责

任的人权”。1963 年他又在美利坚大学演讲说 ,“难道归根结底和平不是一个人权问题吗 ?”他要

求联合国在人权受到侵害和被成员国忽略时 , 不要袖手旁观。

美国人的使命感如此根深蒂固 , 以致于那些在国际上依照权力政治规则行事的美国政治家

们都免不了奢谈美国对外干涉目的的“纯洁性”。“君子不言利”成为美国政治家们在公众场合

为其外交政策辩护和做战争动员时的座右铭 , 因为直白的利益计算是打动不了美国人心的。美

国外交经验的一个独特性也相应地是寻找一个合法的思想框架来为美国军队在海外的行动辩护 ,

这使得美国公众在越南战争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之前 , 从来没有在道德上对美国海外干涉的适

当性 (至多在利害关系上) 提出过质疑 , 他们由衷地相信美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与美国人的道

德观总是一致的。与越南战争没有本质区别的朝鲜战争被美国举国上下视为正义的战争 , 遭杜

鲁门总统解职后从朝鲜战场返回的麦克阿瑟将军所受到的对待民族英雄般的倾城欢迎 , 是公众

支持朝鲜战争的最好写照。正因为如此 , 越南战争的失败对于美国人的打击是双重的 , 它既动

摇了美国对自身干预能力的信心 , 也使美国人痛苦地醒悟到 , 政府以最打动人心的词句来动员

的战争可能是违背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的 , 这后一种打击更令美国人刻骨铭心。

越南战争打断了美国把人权作为外交政策主题的做法 , 因为当美国军队在越南肆无忌惮地

屠杀老弱妇孺时 , 奢谈人权未免显得过于虚伪。甚至当美国军队撤离越南后 , 美国政府都羞于

重提人权。直到 1976 年 , 卡特在总统竞选中才重新打出人权的旗帜。但是此时“榜样”之说 ,

早已从美国领导人的辞藻中销声匿迹 , 关于干预本身 , 有争议的只是程度而已 , 即在多大程度

上不在对苏联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触动它的神经 , 以致引起苏联的过度反应 , 从而打破美苏

之间的军事均势。而在冷战结束之后 , 对于美国来说 , 即使连这一干预界限也不复存在 , 当美

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时 , 美国干预的界限仅在于美国人情愿付出多大的代价和美国的

西欧盟国在多大程度上赞同美国的立场。

〔本文责任编辑 : 姚玉民 　李晓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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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udal state power , Confucianism became an external authority that stifled man’s initiative , prevent2
ed the fulfilment of man , and degenerated into the will of the rulers. This is the historical t ragedy of

Confucianism. However ,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Confucianism has consistently and stubbornly ex2
pressed itself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We can see from the ups and down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20th century that only when the feudal shackles are smashed will this t ragedy come to an end , and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Confucianism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modern age. On the other hand , this hu2
manistic spirit needs to be integrated with the spirit of science , democracy and rule by law.

(8) On the Western Paradigm of“New Public Management” Chen Zhenm i ng ·73·

Born along the tide of government reform in the West , a breakthrough has been made in Western

research on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 with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2
tional public administ ration to the paradigm of“new public management . ”This new public manage2
ment is both a new theoretical form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on government management , and a new

model in the practice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formation and features of the paradigm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 pointing out its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This work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market

economy , the deepening of administ rative rest ructuring , and the intellectual innovation of the disci2
plines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 rative management in China.

(9) The Theory of American Exceptional ism and 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Zhou Qi ·83·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s imbued with idealism and a sense of mission. The basic reason for this
is the theory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within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God’s chosen people , that they live in the“Promised Land ,”and that their values of f reedom and

democracy should be extended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sense of mission is expressed today as
the pursuance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re have been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making their values universally accepted : Setting an example and intervention.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 as America’s power expanded , this sense of mission has increasingly been com2
bined with a drive to become the world leader.

(10) On the System and Classif ication of Human Rights X u Xianm i ng ·95·

The system and classification of human rights are important aspects of human rights. There have
been four major systems in the 3002year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in terms of conception

and codes are not the same as human rights in reality , and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human rights in a

country are demonstrated by the mechanisms for t ransforming human rights as declared in the Consti2
tution into a reality. The basic classifications of human rights consist of two types : theory and declara2
tion. Structural drawbacks in China’s human rights system can be found by studying these classifica2
tions. In order to perfect the human rights system , China must first formulate a basic attitude towards

human rights 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for their protection , and reconstruct the existing human rights
system , before the various human rights conta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 the right to survival being the

most fundamental , can become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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